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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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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借助对 1950 年代乡村扫盲文献的细致梳理，呈现了政治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
过程。通过对扫盲兴起原因中政治诉求的呈现、扫盲教材中政治认同塑造的揭示，以及扫盲实践对现实政
治需求回应的分析，指出了乡村扫盲并非简单的文化教育，而是一次着力于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并由
此将革命理念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的政治规训过程。在这样的规训之后，原本目不识丁的乡村人也就成
了“社会主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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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the New Socialist Man in the Text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Identity through the Rural Literacy Literature in the 1950’s
MAN Yong

( School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ural literacy literature during the 1950’s，and presents a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new

socialist man through political tex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asons of the literary contain political appeal． Further，literac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iteracy practice reflect the political tendency．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cy focu-
sing not on cultural education but political discipline． With the literacy，revolutionary idea penetrated the country life． Mean-
while，the village people became the new socialist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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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收前后，部分农业社先后出现“退社”与

“闹社”风潮①。对此，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也是领导

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②，而早在 1949 年

6 月，毛泽东就有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之呼

吁③。很显然，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两次强调，均非一

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而是着眼于社会主义认同构建的

政治教育，是希望由此塑造农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

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民众认同都是其巩固并维持

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

195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55 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51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7 页。

98



的基本条件①，1950 年代的中共政权同样如此。以往研
究认为，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对革命认同塑造有重要意

义②。吴毅就指出，正是经由土改这样的社会动员，一
个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政治生活模式才得以形成③。

而 1956 年“闹社”风的出现，意味着类似土改等运动形
构的认同并不牢固。实际上，政治运动中展现的认同多
有仪式化特征，未必是真正认同④。1950 年代农民与新
政权关系的不断变化表明，运动中的政治认同即便存

在，也具有即时性和生活化特征⑤。毛泽东对“群众缺
乏教育”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农民缺乏社会主义( 合作
化) 认同的忧虑。至少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农民社会主
义( 合作化) 认同的塑造，仅有硬性的权力运作是不够

的，还要“伴之以说服教育”。1950 年代初兴起的乡村
扫盲，恰是这样一个过程⑥。

表面来看，扫盲是一个文化教育事件，多数研究也

就此而论。马云从教育变革视角的分析⑦，《新中国扫
盲教育史纲》对其“识字教育”功能的强调，均未留意其
与政治认同建构间的关系⑧。其他一些零散研究，虽间
或注意到运动化特征，但也仅止于运动兴起与开展情形

的描述，对其中的政治内涵同样关注不多⑨。储诚炜和
张莉分别从“文化翻身”与“国民改造”角度讨论了扫盲
的政治诉求⑩。不过无论“文化翻身”还是“国民改
造”，都是扫盲之于农民影响的单向论述，推动者的政治
诉求仍是晦暗不明。而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强调表明，

政治认同塑造是扫盲的首要诉求，“文化翻身”和“国民
改造”都从属于此。有鉴于此，本文对乡村扫盲的讨论，

不拟呈现具体过程，而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扫

盲兴起、扫盲教材、以及扫盲实践等各种文献政治意义
的解读，透视这场教育运动背后的政治诉求。

一、“文化革命”: 乡村扫盲兴起中的政治诉求

扫盲兴起的政治化特征，首先体现在推动者对其作

为文化解放行动的强调。1950 年 9 月 20 日，教育部部
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上，谈及工农教育时

指出，“中国英勇、勤劳的工人和农民，创造了中国的历

①法国学者让 －马克·夸克在谈及政治合法性时
指出，赞同对作为统治权利的合法性形成至关重要，“赞
同对于权利的常规行使是必要的，同样，它对于确保权
利的良好运行也起着作用。”参见让 －马克·夸克著，佟
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 页。

②最为典型的当属学界对土改“诉苦”的研究。在
多数人看来，“诉苦”无疑是农民革命认同形成的一个重
要“中介机制”。相关研究可见郭于华、孙立平: 《诉苦:

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
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彭正
德:《土改中的诉苦: 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
制》，《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

③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
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学习与探
索》2003 年第 2 期。

④满永:《“反行为”与乡村生活的经验世界》，《开
放时代》2008 年第 3 期。

⑤满永:《从观念走向生活:生产救灾中的革命地方
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 年第 2 期。尹钛和张鸣的
最近研究亦指出，虽经历过漫长的革命，但中国社会的
阶级认同并不明确，即便承认革命者在政治运动中曾建
构出一个“认同”，但这个“认同”亦未必完全符合革命
的意识形态。参见尹钛、张鸣:《中国红色革命中的认同
和“政治行动主义”》，( 香港) 《二十一世纪》2011 年 6 月
号( 总第 125 期) 。

⑥1957 年前后的“闹社”风潮，可以看成哈贝马斯
意义上的“合法化危机”。在哈氏看来，合法化危机出现
的唯一原因在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
满足行政系统要求”。( 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
成、曹卫东译: 《合法化危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年版，第 80 页。) 而 1950 年代的乡村扫盲，可以理解成
新政权试图通过教育重构乡村社会文化系统，进而消弭
其政治实践中面对的合法性困境之举。

⑦相关论述可见马云: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
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6 年博士学位论
文。

⑧刘立德、谢春风:《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安徽教
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⑨相关研究可见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
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郝和国:
《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党的文献》2001 年第 2 期;李
秀玲、张兴琳:《试论 20 世纪 50 年代扫盲教育》，《黑龙
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陈鹏:《建国初期我国
扫盲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启示》，《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
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宋洁:《建国初期农村扫盲运
动的特点》，《党史文苑》2006 年第 12 期。

⑩储诚炜、张波:《革命语境中和“文化翻身”视角下
的农民扫盲识字运动》，《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 年第
6 期;张莉:《新中国扫盲运动与国民改造———以江苏省
20 世纪 50 年代扫盲运动为中心的考察》，《江苏地方
志》2009 年第 5 期;张莉:《文化大跃进———建国初期的
扫盲运动》，《安徽文学》200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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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文明，但在旧中国，他们却被剥夺了享有文化和教

育的权利。”①有此认识，扫盲无疑会成为乡村社会在经
济与政治解放后的又一文化解放行动。

扫盲作为文化解放行动的突显，源于推动者的话语

体系里，旧中国文盲的产生是小农的“贫困”与“受剥
削”所致。不过，毛泽东 1930 年 5 月的寻乌调查发现，

当地农村有一个自为的教育资助体系，形式包括“考棚、

宾兴、孔庙、学租”等，资助者多是地主阶层。以学租为
例，即是由“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
的，姓姓都有”②。尽管这些资助多着眼于“考功名”，而
非普及意义上的文化教育，但至少说明旧中国地主阶级

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是不确切的。费孝通论及传统中国
乡村文盲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中国“这种乡土社会，在面
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

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

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③。按照他的理解，文盲不是
农民受教育权被剥夺的结果，而是读书识字对他们并非

必须之事。明恩溥同样认为，“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从
古代人那里吸取智慧，将其灌输到现代人的心里。”而一
些诸如“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些“每个中
国人每天必需做的事情”，在学堂里则是学不到的④。

由此来看，传统时代乡村文盲的涌现，虽与小农的“贫
困”有关，但农民与教育的疏离，更是一般文化教育在其
日常生活中实无用武之地使然。

从传统时期的农民教育态度中，很难发现他们对文

化的强烈渴求，如此，扫盲则很难成为一场具有政治意

义的文化解放行动。只有将文盲的产生归结为“剥削”

与“压迫”，而非农民基于生活经验的自主选择，扫盲的
政治正当性方得凸显。对扫盲有助于农民实现“享有文
化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强调，不仅是为了突出它的内
在动力，更是为了表明扫盲就是农民的“文化革命”，以
此强化其政治色彩。而从 1950 年代扫盲推动者对其必
要性的论述中，也可以体会出扫盲强烈的政治诉求。

1949 年教育部发布的冬学指示，在将政治教育放在
首位的同时，用大量篇幅论述其重要性⑤。1950 年教育
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虽强调一般
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但同样指出了要根据不同地区
情况、农民觉悟程度的差异，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教育
内容⑥，并指出启发“觉悟”是农民业余教育的基本要
求。而在教育部 1952 年发出的冬学教育通知中，甚至
“识字”这种文化学习都是政治性的。“实验结果证明:

突击速成，确实有效，推行这种方法，确能加速提高农民

文化政治水平的过程，因而也将推进国家建设事业。”⑦

类似倾向，在随后几年教育部的冬学通知或指示中均有

体现⑧。1955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民业

余文化教育的指示》，不仅强调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
且指出即便“在文化课中，也应当有政治思想内容和生
产知识内容”⑨。195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
《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更是直接将其提到了“文化革

命”与“政治任务”的高度，进一步突显了扫盲的政治追
求⑩。所以仅从推动者的层面看，1950 年代乡村扫盲的

政治诉求是毋庸置疑的。

突出扫盲的政治诉求，并非要完全否认来自农民层

面的内在需要。实际上，如果没有农民的适当配合，乡

村扫盲不可能开展的那样平静。在费孝通的认识中，只

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
乡”瑏瑡。虽然费氏并未明言是何种变化，但在论证传统

乡村的文字无用时指出，“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
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 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

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瑏瑢在费

①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开幕
词》，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 《工农教育文献汇编( 农民
教育) 》，1979 年印，第 4 页。

②毛泽东: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1 页。

③瑏瑡瑏瑢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
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23、22 页。

④明恩溥著，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时事
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8、100 页。

⑤教育部:《关于开展今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人
民日报》1949 年 12 月 7 日，第 1 版。

⑥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人
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21 日，第 3 版。

⑦教育部:《1952 年冬学运动的通知》，教育部工农
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 农民教育) 》，第 27 页。

⑧教育部、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1953 年 12 月
1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 1953 年冬学工作的指示》即要
求，当年的冬学“一般应以政治教育为主”( 教育部工农
教育司编: 《工农教育文献汇编 ( 农民教育 ) 》，第 35

页) 。而教育部和青年团中央 1954 年 10 月 16 日联合
发布的《关于 1954 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也指出，“冬学
必须认真进行政治教育”( 《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20

日，第 3 版) 。

⑨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4—265 页。

⑩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教
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 农民教育) 》，

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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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通看来，文字的无用，源于传统乡村是一个经验世界。

而推动“文字下乡”，则必须将农民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
来。以此判断，1950 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虽给乡村打上了
政治烙印，但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并未改变传统乡村

的经验生活传统。此情形在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后，便不
复存在了。农业合作化带给乡村的最大变化无疑是日
常生活层面的。原本的“家户经营”到“合作社经营”的
过渡，不仅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还包括对农民原有

生活经验的根本颠覆。如果说在家户经营时代，农民只
需通过经验传承掌握必要的生产技巧，劳动收益因与别

人无涉，可以是一笔“糊涂账”，但到了合作化时期，为了
保障收益，必须要精打细算。于是，传统经验失效了，文
化学习成了要紧之事。引起毛泽东关注的山东省高家
柳沟记工学习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莒南县的高家柳沟，在合作社初建时，由于群众文

化水平低，找不到记账员①。虽然通过画圈、画标以及
找“心记员”的方式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时间一久，就变
得相当混乱。最终依然是在结账的时候，把社员召集起
来一起凑。即便如此，有时熬至深夜，也算不出个结果，

并闹出了不少纠纷。以至有人感慨，“社会主义不好办，

趁早散伙吧!”“散伙”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
解决问题。在合作化形势日紧的背景下，村团支部就
“临时抱佛脚”，办起了记工学习班。有了现实需要这一
内在动力，此时的记工学习班明显比之前的冬学更有效

率。两个月的学习后，不仅村里记账员缺乏的问题得以
解决，民众的学习热情也被激发出来。这一变化容易理
解。因为在合作社内部，农民的个体收入都要由其劳动
工分来决定，而为了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农民显然有

通过学习看懂记工员所记工分账目的要求。山西的西
沟也是如此，“由于实行了土地入股、计划生产、集体劳
动的结果，出现了好多需要文化的新问题，譬如小组的

记工，保管员的记帐，技术员的学技术等，因而群众学文

化的要求便提高了。”②

高家柳沟和西沟的情况说明，至少在合作化运动开

始后，乡村扫盲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农民的现实要求。不
过这种要求只停留在记工识字阶段，深度开展仍需政治

力量的推动。关于合作化在激发农民文化学习热情中
的作用，合作化前后农民对文化学习的态度最具说服

力。“一九五二年我们不学，政府硬要我们学，现在我们
要学，政府又不办了。”③由政府逼学到农民要学的转
变，突显了合作化对扫盲工作开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只
是“要学”看似农民的主观诉求，但合作化这一客观形势
的出现却表明，农民的“要学”同样是现实所迫。由此来
看，1950 年代的乡村扫盲，确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运动。当然，这种政治性特征，不仅体现于推动者的政

治诉求上，在扫盲教材流露出的政治认同塑造中体现更

加鲜明。

二、“由近及远”: 扫盲教材中的政治认同塑造

合作化背景下农民对文化学习的重视，源于学习

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毛泽东在为高家柳沟所写的

按语中，就指出了“记工需要”是农民学文化的第一目

的。正基于此，毛泽东才指出，乡村扫盲的第一步是学

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

词汇，教材的编写亦要结合合作社的需要④。这一要

求看似与扫盲的政治诉求相悖，但考虑到扫盲实践并

不止于乡土层面的第一步，还有紧随而至的第二步、第

三步，所以乡土需要出发的第一步更像策略，而非终极

追求。

1956 年《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对教学内容的规

定，不仅遵循了毛泽东的思路，并将其总结为“由近及

远”原则。规定认为扫盲教学的第一步是按照“当前农

业合作化最迫切的需要”，开展地方化教学; 第二步则需

要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县或者本专区的常见事物和

常用语词做中心，加上一些本省和全国性常见事物和常

用语词; 第三步则要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省的常见事

物和常用语词做中心，加上一部分全国性的常见事物和

常用语词⑤。教学内容的由社到县、再到省的逐步推

进，不只是在贯彻“由近及远”原则，也使农民的学习逐

渐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学习内容的抽象化与

①这种情况说明，该村合作化之前扫盲的实施效果
并不理想。比如该村青年记账员高维科即说，“我上了
几年冬学，不认识几个大字。”如此情形，抛开冬学开展
中的自身问题外，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可能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参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
习班的经验》，中央办公厅编: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
潮》( 中) ，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10 页。本部分有
关高家柳沟情况的叙述，均出自此处。

②山西省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委员会:《西沟村农林
畜牧生产合作社办的民校》，《人民日报》1954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③湖北省教育厅编:《扫盲工作问答》，湖北人民出
版社 1956 年版，第 2 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510 页。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教
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 农民教育) 》，

第 75 页。

宏观性都表明，乡村扫盲的目的并不只是适应合作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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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还有更深层的追求。此追求在诸多扫盲教材中可
一窥究竟①。

1950 年代的乡村扫盲是以农民“识字”教育的形式
展开的，而形式各样的识字课本自然成为首要的扫盲教

材。关于识字课本的种类及数量，笔者无法给出一个确
切统计②。虽然 1954 年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采用人
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制的《农民识字课本》，但在具体扫
盲实践中，各地也会根据实际自行编印类似课本。1955

年山西省赵洪县团委即组织团员，一天内编出了“四百
六十七本‘记工识字课本’”③。此处对扫盲教材的分
析，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农民识字课本，只能是一种典型

分析，不过为了展现讨论的代表性，还是会尽可能关注

到各个层次的教材。
1951年 10 月，在教育部组织下，徐勉一和张星五等
人编写的《农民识字课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课本共 4 册，每册 50 课，初版发行后，又多次重印，还
出了多个修订本。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各省又反复重印。笔者搜集到的一、二册合订本就是
1952 年 9 月天津根据同年 7 月的修订本自行印刷，而印
刷数量居然高达 200 万册，由此足见其影响之大。

从内容看，编者显然很重视教材的政治教育功

能④。此时“由近及远”原则虽未提出，但在教材编写中
已有体现。每册的 50 课，基本都是从农民日常生活开
始，并逐步将视野延伸到政治领域。以第 1 册为例，前
24课虽然涉及到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以期改变农民对
文化的态度，但多数内容还是乡村日常生活层面的，尚

在农民的经验范畴内。像“如何种好地”、“日子过得
好”等内容，都是他们想急于了解的。这样的内容，在激
发农民学习热情的同时可拉近其与扫盲之间的距离。

当然，扫盲的目的并非简单的识字，所以在用生活内容

吸引之后，更为宏观和抽象的内容便会呈现出来。从第
25课开始，政治内容便一步步突显，其中 25 课还只是强
调“翻身”农民要一条心，而 27 课的“生活有保障”，已经
是彻底的政治认同塑造了，“二月里来好春光，全国人民
得解放。今天有了共产党，我们的生活有保障。人人忘
不了毛主席，人人忘不了共产党。”28 课的“共产党”、29

课的“东方红”同样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塑造。可以想象，

第 1 册中政治认同塑造的直白性应是编者考虑到了农
民识字不多，无法作系统性灌输，只能是简单的观念熟

悉。比较而言，第 2 册中政治教育的内容就系统了许
多。比如第 6 课的“劳动英雄才爱他”就内含一种主流
价值观的塑造。同样是对毛泽东的认同教育，第 1 册的
“东方红、太阳升”显得略微简单，而第 2 册的“歌唱毛泽
东”便不再局限观念熟悉，更有说理教育。

世上没有比你更亲的名，天上没有比你更明的星，

太阳照白天不照黑夜，你白天黑夜都放光明。哪一个小

山里的哪一个人，都忘不了你的名。不论什么样的黑

夜，都能看到你的眼睛。多少年的瞎子开了眼，多少年

的穷人翻了身，多少年来吃人的坏人，你一个一个拔出

他们的根。我们跟着你前进、前进，走上共产主义的路

程。经过了一千年、一万年，人们还要歌唱你的名

字———毛泽东⑤。

①关于教材在民众认同塑造中的作用，早在清末民
初时即已为诸多志在启发民智的知识分子所认识。孙
江关于历史教科书中“黄帝”叙述的分析，以及黄东兰
对地理教科书的讨论，都反映了这一认识。( 分别见孙
江:《连续性与断裂性———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
帝叙述》，载王笛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0—244 页; 黄东兰: 《领土·疆域·国
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载黄东兰编:
《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7—107 页。) 何伟亚在对 19 世纪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
的武器暴力和语言暴力两种教程的分析中，也指出了英
文课同样会成为殖民者建构其帝国主义认同的一个重
要选择。( 参见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 《英国的
课业: 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

②马云在其研究中对扫盲教材曾有分析，不过她的
分析侧重教学方法的讨论，对教材中的政治内容基本未
有讨论。( 参见马云: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97—112 页。) 郑几纬的研究简单讨论了教材中的政治
教育色彩，不过他的分析并未过多讨论文化教育中政治
性建构问题。( 郑几纬:《延续与转变:建国初期的冬学
运动( 1949—1956)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2008 年
硕士学位论文，第 17—20 页。)

③新华社:《三千多万农村青年将学文化》，《人民
日报》1955 年 12 月 28 日，第 1 版。

④与我们此处的发现相似，李孝迁同样在晚清历史
教科书中发现了编纂者的“政治诉求”。参见李孝迁:
《“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社会科
学辑刊》2011 年第 2 期。

⑤徐勉一、张星五等编: 《农民识字课本》( 第 1、2

册合订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年天津初版，第 59

页。以上对第 1、2 册课本内容的分析，均依此合订本。

我们无法获知通过以上学习，农民究竟能否如编者

期望的那样形成一种政治认同，但至少“毛泽东”的名字

不仅会众所周知，而且在学习者的朴素认知里，毛泽东

的“人民救星”角色会慢慢固化，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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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认知传统。类似情形在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识字
课本中均有体现，比如 1955 年版的《农民识字课本》第 3

册编辑者就指出，“除了识字以外，还要通过课文的教
学，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第
1课就是“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已完全没有了之前的
生活内容。

应该说，上述识字课本将农民由生活场景逐渐拉进

抽象化政治场景的意图，还是符合“由近及远”原则的。

不过一些本应体现农民“近身”事物的地方性教材，并未
严格按“由近及远”原则编排，而是比全国教材更突出政
治。昔阳县的农民识字课本，虽从目录上看，总共 10 个
单元的前 5 个单元没有太多政治教育内容，但实际上从
第 2 单元开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已渗透其中。如第 2

单元的“借条”及“收条”，都是以集体农庄和农业社为
叙述载体。而从第 7 单元“我爱祖国”开始，已较为明显
地离开了地方生活经验层面，不再是毛泽东强调的结合

“合作社的需要”，走向了政治认同塑造的抽象层面②。
《广州音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虽不是以故事形式编
排，但在词语选择上同样体现了编者的政治诉求。在第
1 课的注音词表中，已经出现了“中央”、“解放”、“南
昌”、“东方”、“光明”等颇具革命意味的词汇，第 3 课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互助合作”、“救星”等，更体
现了强烈的时代政治气息③。而在《凉山彝族汉语文扫
盲课本》第 1 册中，甚至最初级的笔画练习都是以“中
国”、“共产党”、“毛泽东”、“人民政府”等词汇来进
行④。《扫盲三字经》则意图通过新旧对比的形式强化
学习者对新社会的认同，“旧社会，不合理，穷苦人，活遭
殃，受压迫，受剥削，哪有钱，上学堂”;“毛主席，是救星，

共产党，是恩人……文化上，大翻身”⑤。在如此鲜明对
比下，农民对新社会的认同建构应是容易多了。

地方教材对“由近及远”原则的背离，再一次告诉我
们，扫盲的终极追求并非乡村社会的现实需要，而是抽

象层面的政治认同建构。这也为地方扫盲实践的推动
者所认可。一份对河南虞城等县快速扫盲教材优点总
结的材料就指出，“如果这种教材由乡、社、厂、矿或街道
自编，各个生产单位完全可以采用自己宣传鼓动工作中

的行动口号和具体措施来编成短句作为‘排头字’。因
此就容易编得: 句子精炼，思想性强，能结合群众的斗争

实际和思想实际。好处是: 一方面结合群众口味，学员
乐于并容易接受，好教好学好巩固，也好应用; 另一方面

又能够通过这种课文进行政治和生产教育，达到文化教

育为政治、生产服务的目的。”⑥“为政治、生产服务”，充
分道出了乡村扫盲的真实追求。当然，要实现这一目
标，仅通过教材的学习显然不够，还要在实践中将扫盲

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三、“联系实际”: 服务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向

1949 年教育部的冬学工作指示，谈及政治教育的开

展方式时，提出了冬学应当“配合关于当地中心工作的

教育来进行”。这一和中心工作相配合的原则，在 1956

年的扫盲决定中被表述为“联系实际”。在 1950 年代的

基层扫盲实践中，“联系实际”本质上就是通过扫盲强化

农民的社会主义认同，进而实现其“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的基本诉求。

1949 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冬学运动实施纲要，就

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向群众“讲阶级，启

发诉苦，使群众认识封建剥削是群众不能生产致富的根

本原因”⑦。华北地区冬学与土改的结合，显然不是为

了以土改来促进冬学，而是要借助冬学对农民的政治教

育，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1950 年 12 月 15 日，教

育部也曾专门指示，要求在农民业余教育中加强抗美援

朝的时事教育⑧。

①张星五等编:《农民识字课本》第 3 册，人民教育
出版社1955年版，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年重印，第1页。

②昔阳县文教局、共青团昔阳县委编:《昔阳县农民
识字课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27 页。

③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编:《广州音农民速成识
字课本》，华南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1、12、19 页。

④凉山彝族自治州语文推行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少
数民族语言调查第 4 工作队编:《凉山彝族汉语文扫盲
课本》第 1 册，四川民族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 页。

⑤戴闻:《扫盲三字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版，第 1、3 页。

⑥子东:《几种快速扫盲的教材和教法》，上海教育
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3—54 页。

⑦华北人民政府: 《一九四九年冬学运动实施纲
要》，《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9 日，第 4 版。

⑧教育部:《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教育中抗美援朝时
事教育的指示》，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
汇编( 农民教育) 》，第 19 页。

⑨教育部、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关于 1953
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
文献汇编( 农民教育) 》，第 35 页。

扫盲实践的政治化倾向，在 1953 年总路线颁布、农

业合作化大门开启后体现尤为明显。教育部和中央扫

盲委 1953 年的冬学指示提出，“今年国家已进入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利用冬学向农民群众宣传国家在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教育农民组织起来，提高

粮食产量，并把余粮踊跃地卖给国家，以支援国家建设

事业，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工作。”⑨如果说华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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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中的冬学教育主要在启发政治觉悟，那么 1953 年
冬学中对总路线和统购统销的宣传，则是以改变农民观

念的方式推进中心工作的开展。此时，扫盲中的政治认
同教育就会成为中心工作的一个重要推力。1953 年冬
学实践也确是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开展的。河北省扫盲
委 1953 年的冬学教育通知就指出，要“着重使农民了解
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把粮食卖给国家的好

处; 宣传互助合作、改进技术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道理，使
农民了解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

意义，和农民们怎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改

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
要。”①

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1954 年 3 月发
出的关于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承认，1953 年冬学确
实推进了粮食收购以及互助合作等中心工作的开展②。

有了这样的经验，“服务社会主义”便日渐成为扫盲实践
的基本诉求。这在教育部和团中央 1954 年的冬学指示
中体现尤甚。这份指示列出了当年冬学教育的三项政
治内容: 一是宪法教育，显然是为了配合一届人大通过

的宪法宣传; 二是农业互助合作政策教育，希望使农民

通过学习了解在互助合作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的意义;

三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学习，“使农民明白把农村的生产
和消费纳入国家计划的道理，服从国家计划，把余粮和

其他产品卖给国家，以支援祖国的工业建设。”③与 1953

年相比，这份指示对农业互助合作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

教育更加重视，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1954 年底至
1955 年初，合作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
施，加之 1954 年的自然灾害，使农村抵制合作化和统购
统销的声音不断响起，不少农民以出卖、滥杀耕畜的方
式表达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无声抗议④。在此严峻
形势下，有着“服务社会主义”追求的扫盲，自然会将互
助合作和统购统销教育视作当然内容。

1955 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毛泽东
“小脚女人”的批评声中，迎来了最后高潮。在此高潮背
景下，各界对乡村扫盲的进展状况不甚满意。同年 11

月 16 日，时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的林枫在《光明日
报》撰文谈及扫盲时指出，“一九五三年，我们纠正了扫
盲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盲目冒进倾向之后，各
地领导部门对扫盲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若干消极

情绪，加以教材缺乏，通俗读物太少，农村的书报发行工

作很差等情况，这就使得扫盲工作的进展甚为迟缓。”⑤

林对前几年扫盲工作的认识与同期毛泽东对合作化进

程的批评如出一辙，事实上，笔者的梳理并未发现扫盲

进程中存在所谓“冒进”或“反冒进”倾向，林此处的表
态应是以毛对合作化的批评来衡量扫盲。不过无论出

于何种考虑，林对扫盲工作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样

的不满，在胡耀邦的系列讲话中同样有所反映。“我国

农村现在还存在着大量的文盲，单是一亿青年中，就有

七千万左右是文盲和半文盲。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地

妨碍着农民的进步，给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

困难。”⑥林、胡的不满，是对现实中的扫盲无法适应农

业合作化高潮的忧虑，而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 1955 年
11 月 23 日的一段话，明确表达了其对扫盲脱离社会主

义建设的不满。

为什么在过去的识字班中“积极分子不如群众，男

的不如女的”呢? 为什么“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呢?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没把扫盲跟社会主义建设

结合起来，更具体地说，没把识字学文化跟提高生产联

系起来。如果仅仅认为扫盲是为了识字，识字是为了读

书，那么，让那些有空暇功夫的人去学习也就得了，如果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扫盲是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

业合作化而服务的，那么，干部和积极分子正因为他们

是生产的骨干，就得首先脱离文盲状态⑦。

①新华社:《河北、山西、陕西、浙江等省，布置通过
冬学对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四川省文教宣传部门大
力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人民日报》1953 年 11

月 29 日，第 3 版。

②教育部、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关于一九五
四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人民日报》1954 年 3

月 26 日，第 1 版。

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一九五四年冬学工作
的指示》，《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20 日，第 3 版。

④1955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大力保护耕
畜的紧急指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的。详见《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15 页。

⑤林枫:《进一步开展扫盲工作，迎接农业合作化高
潮》，中国青年出版社辑:《为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扫盲工
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 页。

⑥胡耀邦:《关于农村扫除文盲工作》，《人民日报》
1955 年 11 月 16 日，第 3 版。

⑦林汉达:《为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扫盲工作》，中国
青年出版社辑: 《为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扫盲工作》，第
21—22 页。

在林汉达看来，扫盲的目的并不在读书、识字，而是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故而在扫盲对象的选择上应体

现先后之别。他虽未明言“小姑娘”和“老大娘”似的群

众扫盲不重要，但至少与干部和积极分子比起来，针对

他们的扫盲不应那样迫切。也正是这样的先后之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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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深切地体会了扫盲实践“服务社会主义”的政治
诉求。

扫盲实践的政治化取向，也是贯彻中共教育方针的

结果。1934 年毛泽东就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
针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

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

务。”①时至 1958 年，毛泽东的认识已成中共的基本教
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
服务”②。此处的教育不只学校教育，还包括正在乡村
开展的扫盲。正是考虑到农民“个人主义”或“本位主
义”会影响大跃进，1957 年 8 月，中央即在农村发起了一
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虽然此次运动以“鸣
放辩论”的形式展开，而非之前常规意义的渗透于扫盲
识字教育中，但也在无形中给扫盲提出了更高要求。事
实上早在大跃进风潮初起时，扫盲工作的推动者即意识

到了形势的严峻。扫盲协会会长陈毅在 1958 年 3 月就
指出，“我们的工农业建设发展得很快，扫盲、文化、科学
等方面的工作不能扯后腿。工业前进了，农业前进了，

扫盲也要前进，来一个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全

国各方面的大跃进的形势。”③同年 5 月 20 日的《人民
日报》社论亦强调，为了配合全面跃进，扫盲亦要“造几
个高潮”、“来几个跃进”④。

在上述精神影响下，地方扫盲实践开始跟上跃进步

伐。当然，我们关心的不是大跃进时期的扫盲工作如何
进行，而是地方实践者怎样以扫盲来推动“大跃进”这一
最急迫的革命事业⑤。1958 年农村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的目标是，“掀起一个比一九五七年冬季以来更大的冬
季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九年夏季更大的丰收，争取一

九五九年全年粮、棉、油全面跃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⑥因此在跃进形势下，以扫盲来推动生产发展便
成为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

江苏省的建湖县，就坚持以“学习生产两不误”的
原则，来推动跃进中的扫盲工作。在省委宣传部的牛
玉华看来，如此做并不是将扫盲提升到与生产跃进同

等重要的位置，而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生产中心⑦。江
苏省委宣传部的调查显示，建湖县的张萍乡很好地贯

彻了“学习生产两不误”原则。他们将课堂搬到了田间
地头，而扫盲教师也就地取材，自编教材。如插秧时
教，“要看闺女先看娘，要看房屋先看墙，要看秋收谷满
仓，先看目前栽的秧”。可以想象，插秧时的扫盲学习
应不再是识字教育，因为识字需要心目合一。而生产
中的扫盲更多应是一种“耳听”教育，唯有如此，才能真
正“学习生产两不误”，只是这样的“耳听”教育实际上
已脱离扫盲的范畴，演化为一种政治宣传。张萍乡的
学习内容，也说明推动者意在通过扫盲解决农民集体

劳动的效率与质量问题。尽管内容是生产，但如此扫

盲已是典型的政治教育。除了生产中的政治教育，强

化政治宣传也是大跃进时期扫盲的一大特色。张萍乡

的教学内容中就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四十条象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

亮，农村生产变了样，处处都是鱼米乡”⑧。同在江苏

的泗阳县干脆将跃进口号搬进了扫盲教材，“苦干一年

赶江南”，“大河有水小河流，国有社有家才有”⑨。在

一本名为《多快好省四大宝———青海、甘肃民歌选》的

拼音扫盲补充读物中，我们更能体会到扫盲推动者塑

造农民跃进观念的意图。“农业社好比大花园，社员们

好像个牡丹; 如要牡丹的绿叶展，早升不晚息的苦

干。”⑩这些充满跃进气息的扫盲教学内容，使大跃进

时期的扫盲体现了更为明确的“服务社会主义”取向，

当然也更直接地体现了扫盲实践的政治追求。

①②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8、490、454 页。

③新华社:《陈毅副总理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
子爆炸”，扫识字盲文化盲科学盲》，《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7 日，第 1 版。

④《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⑤关于大跃进时期扫盲得失的讨论，可以参见李庆
刚:《“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
研究》2003 年第 3 期;马云:《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
扫盲跃进的社会学分析》，《兰州学刊》2009 年第 10 期;

孟祥才:《“扫盲大跃进”亲历记》，《炎黄春秋》2005 年
第 1 期等。

⑦牛玉华: 《扫盲工作必须大跃进，也能够大跃
进》，江苏人民出版社编:《扫盲工作大跃进的经验》，江
苏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 页。

⑧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组:《生产带动扫盲，扫
盲促进生产》，江苏人民出版社编:《扫盲工作大跃进的
经验》，第 19 页。

⑨泗阳县文教局:《泗阳县扫盲工作经验》，江苏人
民出版社辑: 《跃进中的扫盲工作》，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 页。

⑩《多快好省四大宝———青海、甘肃民歌选》，文字
改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0 页。

四、“塑造新人”: 文本中的社会主义认同建构

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后果时认为，革命

使“原有的教育制度被彻底摧毁并建立了全新的制度，

它对整个下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一般观点造成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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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这样的影响在傅勒笔下，就成了我们从此便
不断地生活于革命所发明的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
践”中②。吴毅曾将“毛主席”、“共产党”、“工作队”以
及“抗美援朝”等超越村落场域词汇的频繁使用，看作是
土改对乡村日常话语形式的改变③。无可否认，土地改
革中的诉苦教育及政策宣传，确实可以加深上述政治化

词汇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印迹，但作为一种短暂性的运

动，其影响亦不可被无限夸大。我们对 1950 年代乡村
扫盲的分析，同样发现了充斥其中的大量政治化词汇，

相比于政治运动中的暂时性接触，这种经由扫盲进入乡

村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词汇，可能更会成为人们的一种

语言使用新传统，这从那些极具感恩与忠心表达的“第
一封信”中能够体会出来。

皇甫瑾 1954 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不少识了字，学会
写信、写文章的工农，都“热情地把自己亲手写出的第一
封信，寄给敬爱的毛主席，表示他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

的说不尽的感激的心情”④。如此多的“第一封信”也许
有权力运作成分，但是透过这些充满感激之语的信，我

们能体会到“人民国家的新道德”似乎已经确立。在新
的道德体系下，作为政治领袖的毛主席已经成了人们最

亲近的人。而一个个符合“新道德”要求的“社会主义新
人”也在扫盲中被锻造了出来。应星曾从“新德治的真
理话语———国家的治理技术———个人的行动策略”三个
对应层面，讲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过程⑤。不过
他主要透过道德政治这种权力技术，来呈现政治运动中

的“新人”生产机制。而本文对扫盲政治化取向的考察
则表明，这样的“新人”锻造，不仅在直观可见的权力技
术运作中，更潜藏于扫盲这类“和风细雨”的观念改造
中。

总的来说，以往人们对革命与乡村关系的梳理，目

光多聚焦在一些较为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对扫盲这样的

和风细雨之事较少注意。事实上，相比于非常态化的政
治运动，扫盲这类常态化的观念与生活改造，更易使革

命以潜在方式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世界。这种逻辑，在
1950 年教育部的一份指示中，已表达的相当清晰，“它的
对象( 时事教育) ，不仅限于参加业余学习的农民，并且

包括农村中一切人民，除在课室或小组进行以外，并应

采取各种方式，在群众场合或农民家庭中间，去广泛进

行这种时事教育。”⑥仅有此表述，我们或许难以洞察农
民家庭间的时事教育该如何开展，但推动者以时事( 政

治) 影响乡村日常生活的意图则表露无疑。而扫盲从诉
求、内容再到实践的政治化倾向，也着实展示了一个以
社会主义认同建构为核心的新人塑造过程。

［本文为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青年基金项目《集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日常生
活变迁研究》( 10YJC770067 ) 和华南理工大学
2011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革命场
景下的乡村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2011SM026) 的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满 永( 1982 － ) ，男，安徽临泉

人，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副教授，历史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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